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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释义

历 史 学 家 范 文 澜 ：
下“ 二 冷 ”的 决 心 做 学 问

□ 王恩宝

【讲话原文】

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

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

德。”企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

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美国

的爱迪生、福特，德国的西

门子，日本的松下幸之助等

著 名 企 业 家 都 既 是 管 理 大

师，又是创新大师。改革开

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 同 广 大

企业家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是

分不开的。创新就要敢于承

担 风 险 。 敢 为 天 下 先 是 战

胜风险挑战、实现高质量发

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大

疫当前，百业艰难，但危中

有机，唯创新者胜。企业家

要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

织 者 、 引 领 者 ， 勇 于 推 动

生 产 组 织 创 新 、 技 术 创

新、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

发和人力资本投入，有效调

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企业

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

在困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

火重生。

——习近平：《在企业家

座谈会上的讲话》（2020 年 7
月 21 日）

【出处】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

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

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

日 新 之 谓 盛 德 ， 生 生 之 谓

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

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

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 （战国）《周易·系

辞上传·第五章》

【解读】

“盛德大业”是 《周易》

提出的圣人标准。何谓“盛

德”？何谓“大业”？《周易》

认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

之谓盛德”。对此，唐朝经学

家孔颖达疏曰：“广大悉备，

万 事 富 有 ， 所 以 谓 之 ‘ 大

业’；圣人以能变通体化，合

变其德，日日增新，是德之

盛极，故谓之‘盛德’也。”

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解释

与 孔 颖 达 有 很 大 不 同 。 他

说：“富有，广大不御之盛

与 ！ 日 新 ， 悠 久 无 疆 之 道

与！ 富有者，大而无外也；

日新者，久而无穷也。”张载

以 “ 大 而 无 外 ” 解 释 “ 富

有”，不像孔颖达强调“富

有”的物质层面，而更侧重

其精神层面。因此，真正的

“富有”并不只是财富的积

累，它应囊括人类创造的物

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故而能成就“大业”。同时，

张 载 以 “ 久 而 无 穷 ” 解 释

“ 日 新 ”， 不 像 孔 颖 达 强 调

“日日增新”，而是强调“日

新”的永续性和长存性。张

载还进一步解释道：“惟日

新，是谓盛德。义理一贯，

然 后 日 新 。” 指 出 “日新”

本身就是“盛德”的体现，

只有一以贯之坚守义理，才

能 在 “ 久 而 无 穷 ” 中 达 到

“日新”。

因此，这两句话可以解

释为：广泛创造物质财富和

精神财富叫作弘大功业，持

续永远的日日增新叫作盛美

德行。

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

会，在谈到创新精神时，他

用 “ 富 有 之 谓 大 业 ， 日 新

之 谓 盛 德 ” 勉 励 大 家 ， 指

出 企 业 家 创 新 活 动 是 推 动

企 业 创 新 发 展 的 关 键 。 他

鼓 励 企 业 家 勇 于 创 新 ， 并

语 重 心 长 地 说 ：“ 大 疫 当

前 ， 百 业 艰 难 ， 但 危 中 有

机，唯创新者胜。”

（杨立新）

范文澜 （1893—1969年），我国杰

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一生呕心

沥血，撰著 《中国通史简编》 和 《中

国近代史》，为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作为杰出

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灵活运

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潜心治学、严谨

求实的学风，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

传承。

实事求是，根除一
切虚饰浮华

实事求是，根除一切虚饰浮华是

范文澜治史的基本态度。他一生潜心

治学，并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

不写一句空”为治学格言。

范文澜这种实事求是、力戒虚夸

的治史态度，主要得力于他的两段经

历。一是北大求学期间，他深受老师

黄侃、刘师培影响，服膺乾嘉考证名

家“实事求是，无徵不信”的严谨治

学态度，摒弃任何缺乏证据的臆说。

二是他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受到党

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刻教

育，对于教条主义者因为不了解中国

革命实际，凭“想当然”办事而造成

的危害深以为戒。从此，在治学上更

加恪守“充分占有材料，通过联系和

分析，去发现事物的内在规律性”的

原则。正是基于此，范文澜才铸就了

一 生 笃 实 求 真 、 精 益 求 精 的 治 学

本色。

在延安的土窑洞里，艰苦的生活

条件和勤奋著述，使范文澜的一只眼

睛几近失明。在晚年，他用20多年时

间，不断对 《中国近代史》 和 《中国

通史简编》 进行修改和完善。据他对

《中国近代史》1949年前后多种版本所

写的“说明”可知，在 5 年之中，集

中修订 3 次。对于 《中国通史简编》，

从 1951年到 1965年，中间除了因病无

法工作外，其余时间，他都以惊人的

毅力，认真细致地进行修订，实际上

是以十几年功夫重写。《中国通史简

编》 有诸多学术界公认的特色：资料

极其丰富；训诂依照故训，解说严

谨；文字锻炼纯熟，有着中国古代卓

越史家“文史兼通”的风范。《中国通

史简编》 追求实事求是、考订详核、

文字表述准确质朴，体现了古文经学

家的治学风格。

1957 年 3 月，范文澜在北京大学

发表题为 《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的讲演指出：“我经常勉励研究所的同

志们下‘二冷’的决心。一冷是坐冷

板凳，二冷是吃冷猪肉 （从前封建社

会某人道德高尚，死后可以入孔庙，

坐于两庑之下，分些冷猪肉吃）。意思

就是劝同志们要苦苦干、慢慢来。一

个做学问的人，有这样的决心，下这

样的功夫，如果真有成绩的话，总会

有人来承认你。”

20世纪60年代初，针对史学界的

空疏学风和“左”倾思潮，范文澜呼

吁树立严谨求实学风，主张全面客观

评价历史人物。他强调必须认真读

书、潜心钻研、坚持不懈，舍此便毫

无学术上的建树可言。1961年 3月，在

纪念巴黎公社成立90周年学术讨论会

上，他发表 《反对放空炮》 讲话，严

肃地指出史学界存在着离开史实、忽

视史料、抽象地空谈理论的学风不正

的问题，强调踏踏实实进行科学工作

的重大意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
论要“神似”

范文澜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要“神似”，要学习其立场、观点和方

法。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教条主义，注

意探究中国历史的特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民族

的，必然带有中华民族的特点。马克

思主义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新成果，它

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结果，

一是它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二是它

与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根基有相通的

思想因素。范文澜自觉地运用马克思

主义揭示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运

动规律。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方

面，中国历史学界曾出现教条主义偏

差。1957 年 3 月，在 《历史研究中的

几个问题》 中，范文澜鲜明提出要使

史学研究走向健康发展的大道，首先

必须大力破除教条主义。“只有反对教

条主义，才能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破不立，只有破，才有立。”他称教

条主义是“伪马克思主义”。

范文澜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要

“神似”不要“貌似”。他说：“学习马

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

似。”“理论和我们自己的整个思想意

识、思想方法、生活行动全面地联系

起来，才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在做史学

工作。”也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

注重掌握其精髓，学会运用其处理具

体问题的方法，不要把其作为公式、

教条，不顾实际、不问对象到处套

用。在历史研究方面，他提出学习理

论、掌握资料、文字表达、言行一致

等四个问题，勉励后学。

范文澜对“西周封建论”的进一

步论说、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

段以及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看

法、关于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重

要观点，以及明确反对以资本主义的

发展作为中国近代历史分期标准的态

度和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阶段的认

识，无一不体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灵活运用和立足于中国历史实际

的显著风格。

坚持学术自信和独
立思考

范文澜在治学中坚持学术自信和

独立思考，坚持写真史信史，反对见

风使舵、随波逐流、曲学阿世。

针对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由于搞

“运动”，大学里出现了有不少教师不

敢讲出自己对历史问题看法的不正常

情况，范文澜强调说：“我们教历史

课，明明自己有心得，有见解，却不

敢讲出来，宁愿拿一本心以为非的

书，按照它那种说法去讲……这样的

‘谦虚谨慎’是不需要的，是有害的。

我们应该把‘我’大大恢复起来，对

经典著作也好，对所谓‘权威’说话

也好，用‘我’来批判它们，以客观

存在为准绳，合理的接受，不合理的

放弃。”在当时，这样坚持学术自信，

明确地提出把“我”大大恢复起来，

以客观实践为检验一切的标准，确实

具有石破天惊的力量！

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开展了汉

民族形成问题的争论。斯大林在 《马

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中提出，部

族变成民族是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事

情。范文澜认为秦汉时期汉族已形成

为民族，是秦汉以来中国成为统一国

家的主要原因。斯大林的观点不符合

中国的历史实际。范文澜提出并坚持

自己的这个观点，不惧压力和风险，

表现了巨大的理论勇气。

范文澜治学坚持自信，不轻易放

弃自己的观点。《中国通史简编》原是

按照毛泽东指示，为向党的干部和群

众普及中国历史知识而撰写的通俗读

本，开始是集体编写，计划写十几万

字，因为观点和文字不能统一，最后

由范文澜独立著述，文字也写到60多

万字。可以说，《中国通史简编》是反

映范文澜“独断之学”的一部通史。

当时，有学者这样评价他：“范老虽然

待人接物态度谦和，但在治学态度上

却受章太炎影响 （他是章的再传弟

子），比较自信，不轻易接受不同意

见。”范文澜的谦虚是真诚的，但他的

自信和不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也是

实实在在的。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的著述，不

论是延安版还是新中国之后的修订

本，都彰显出他深厚的学术底蕴，带

有鲜明的学术个性和风格。特别是其

中的文化史部分，更能映照出作者的

国学大师功力。其文笔之炼达，绝非

等闲之辈所可及。

治学家名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1939 年，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机关

刊物 《解放》 第七十期发表 《论组织

民众的几个基本原则》 一文，回答了

抗战时期“怎样使大多数民众组织起

来”的问题，即“如何组织民众”这

一基本问题。文章关于如何组织民众

问题的论述，不仅为抗战时期动员组

织民众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对当前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把基

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垒具有

现实意义。

动员组织民众“成
为统一的力量”是抗战
胜利“最基本的条件”

毛泽东指出：“因为革命战争是群

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

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

发出了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

利而斗争》 的宣传动员令，提出“今

后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

胜利’”，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动员起

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组织发动

民众是抗战的重要任务，也是抗战取

得胜利的重要保障。刘少奇对此也持

有相同看法，正如他开宗明义所强调

的，“动员中国全民族四万万五千万人

的力量成为统一的力量，是战胜强大

日本帝国主义最基本的条件”。因此，

抗战爆发后，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和

武装民众的呼声“已经遍于全中国”。

地方党组织和“动员委员会”积极响

应，“从事民众运动”，“发布了不少动

员民众、组织民众的法律、命令”，但

他调研发现，全面抗战爆发“将近两

年”，全中国除了华北等少数地方外，

其他地方没有广泛开展民众运动，大

多数民众并没有被充分地动员起来组

织起来。这“在抗战中不能不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那么如何组织民众呢？

刘少奇从民众运动本身出发，提出在

组织民众中，只有遵循“要在民众的

自动性上去组织民众”、“要在民众的

要求上去组织民众”和“要采用各种

各样的方式去组织民众”等基本原

则，才能把大多数民众成功地组织

起来。

“要在民众的自动性
上去组织民众”

刘少奇认为，认识了解民众是组

织民众的前提，只有认识掌握民众运

动的规律，才有可能引导民众组织起

来。民众是“有思想、有要求、能动

的人群”，因此必须从民众的自动性出

发使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而不能任意

去组织他们。那么如何实现民众自动

组织起来呢？作为民众中的先觉者，

我们有责任不断提高民众的政治、文

化水平，启发他们的觉悟，使民众了

解和认识到他们有组织起来救国与自

救的必要性，发挥民众的自动性和积

极性，然后推动、协助和引导民众组

织起来，这样民众就能真正组织起

来，而且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他

们态度会很坚决，“即使你不让他们组

织，他们也会多少组织起来，不能公

开组织，他们也要秘密组织起来”；反

之，如果采用强迫命令，就会抑制他

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民众不但不会

组织起来，甚至有可能与强迫者发生

矛盾冲突，走向对立面。在启发民众

协助民众组织起来的过程中，刘少奇

还特别提醒，领导者应注意工作方式

方法，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应当

“以兄弟的、同志的态度去对待民众、

说服民众”，才能真正提高民众的觉悟

和自动性，才能真正成为民众的领

袖，“才能真正的、最后的把民众组织

起来”。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如果

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

‘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

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

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最

后，他还强调，真正坚强的民众运动

必须强调纪律性，但这种纪律是建立

在民众自觉基础上的，是民众了解、

承认和自愿遵守的在民众运动中不可

或缺的纪律，是自动的、自愿的、暂

时牺牲自己主张服从多数人主张而保

持行动一致的纪律，而不是依靠强迫

遵守的纪律。

“要在民众的要求上
去组织民众”

民众不仅是有思想的人群，而且

还是“有要求的人群”。毛泽东指出，

我们应当注意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

题，如果解决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

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而

群众也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

烈拥护我们，这样我们就能号召组织

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刘少奇也持有相

似观点和看法。他指出，任何离开民

众要求去组织民众必定会失败，而注

重并达到他们共同要求，他们会自发

组织起来。我们在实际组织民众工作

中，不能试图变更甚至放弃既有的民

众团体如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团体组

织的任务与主要要求，而是要妥善对

这些团体加以引导，来吸引更多民众

参加，使民众组织起来。比如，在经

济组织中，任何群体中的民众都会有

各种各样的经济要求，那么我们应注

意在民众各种经济要求上去组织他

们，把有共同经济要求者联合起来、

组织起来，以达到组织最广大民众的

目的。在此基础上，可以加以政治口

号与政治要求，否则，只是单纯用政

治口号去组织民众，那就不能使大多

数民众真正组织起来。当然，除了民

众自身要求外，我们还可以结合抗战

要求，通过宣传解释工作，更为重要

的是通过组织民众亲身实践和参加实

际斗争工作，让他们亲身体验到经济

要求与政治要求、个人要求与国家民

族要求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以此启发

和提高民众的要求。通过这种方式，

不仅能使民众接受我们的要求，而且

他们会把我们的要求和口号变为自己

的要求和口号，他们会走向更高的阶

段，参加抗日救国。总之，一定要重

视民众的要求，“要在民众的要求上去

组织民众”，否则“民众永远也不会在

你们领导之下抗战的”，甚至走向民众

的对立面成为民众的敌人。

“要采用各种各样的
方式去组织民众”

民众是“各种各样的人”，他们有

不同的要求、职业、年龄，来自不同

地域、阶层，文化觉悟程度等也不尽

相同，刘少奇认为，民众内部的这些

复杂性决定了民众组织方式的复杂

性。这一复杂性要求我们在组织民众

过程中必须采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否

则企图用单一方式把来自各行各业、

各种各样的民众组织在一起，过共同

组织生活，必然是会失败的。那么我

们如何从组织方式上来区别民众组织

呢？刘少奇认为，可以将民众按照产

业和职业等原则去建立各种各样的组

织。需要注意的是，采用各种各样的

方式去组织民众，“并不是主张民众组

织的分散而不要统一”。民众运动必须

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必须建立在民

众内部复杂情形基础上采用各种各样

方式去组织民众的大多数；是建立在

民众组织各部门中，在共同要求上取

得工会、农会、妇女会以及青年团体

等各种组织的统一；是在抗日救国的

共同纲领上联合一切民众团体，组织

统一的救国总联合会，并在各地同样

建立这种联合会的系统。这样就能在

抗日救国共同纲领基础上，把有共同

要求的一切民众组织统一在一个总领

导机关之下。总之，我们必须认识到

民众内部的复杂性，并对各部分民众

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进而采用看起

来似乎是分散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组

织民众，才能把大多数民众广泛地组

织起来，才能够有真正统一的民众

运动。


